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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将“人”确立为道德世界的中心，“明明德”的工夫打开了朱子 《大学》诠释中的道
德世界。在共时性层面上，道德世界具有天人合一的内在结构，这一内在结构最终在 “尽天理
之极”的“止于至善”中实现为道德世界的全息图模式。在历时性层面上，从 “明明德”到
“新民”内含着一个范导现实工夫践行从主体走向主体间的时间结构，其中，“新德及民”的内
涵架构起了教化客体向教化主体转变的运作机制，并使道德世界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创生世界。
朱子道德世界的结构与现代社会的官僚制支配结构存在着断裂，这一断裂揭示出儒学传统在当代
复兴所要面对的真正问题。如果朱子的道德世界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可以对未来世界的发
展产生影响，那么官僚制之外的社会教化活动将是一个真正可能的现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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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一生尤重《大学》，在他看来，“《大学》如一部行程历”①，揭示了学问由始至终的基本规
模，因此是“初学入德之门”②。朱子认为， 《大学》具有普遍适用性，它不只是针对资质好的人，
“此圣人作今《大学》，便要使人齐入圣人之域”③。朱子理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成就人的道德，对于个
人人格而言，圣人是最高的道德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朱子的 《大学》诠释为我们勾勒了一个道德
世界，这个道德世界就是要通过范导修身治人的工夫使人学而成圣，从而安顿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
可以说，它奠定了朱子理学全体大用的基本思想框架。如果说朱子理学在现代社会仍具活力，那么揭
示朱子《大学》诠释中的这个道德世界，不仅对理解朱子理学同时也对我们反思当今社会的道德问
题都大有裨益。
朱子常常用“规模”、“坯模”、“行程”等词来形容《大学》一书，这暗示了《大学》一书的各
项内容并非支离零散，而是相互关联，具有某种结构性特征。朱子教学生读 《大学》时说:“此书前
后相因，互相发明，读之可见，不比他书。他书非一时所言，非一人所记。惟此书首尾具备，易以推
寻也。”④中国哲学的话语往往旨在引导现实的工夫践行，因此，《大学》中各话语内容之间的结构性
关联，将通过对工夫的范导，从而渗透于修身治人的现实世界。正因如此，本文将特别注意朱子
《大学》诠释中道德世界的结构性特征，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将吸收西方结构主义中某些结构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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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而与之不同的是，我们拒斥深层结构决定现象的那种本质决定论，而是将结构视作对个人与
社会道德发展的范导系统，因此，我们的结构性分析并不排斥主体，同时也不意味着历史的断裂。
一、明明德:常目在之
《大学》开篇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①。作为《大学》“三纲领”之首，“‘明明德’乃是为己工夫”②，朱子认
为，“圣人教人，只在 《大学》第一句 ‘明明德’上”③。从句法结构上说， “明明德”的第一个
“明”字是一个动词，“明，明之也”④。朱子说:“‘明明德’，明只是提撕也。”⑤ 而何谓 “明德”?
朱子在《大学章句》中解释道:“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⑥
在这一晚年定论中，朱子对“明德”的解释合性与心，兼心之体用，它既是人内在的 “德性”，同时
也是能彰显于行动的德行。⑦ 在这个意义上，“明德”既是人先天的道德根据，同时也刻画了人后天
所需努力实现的道德境界。因此，“明德”是 “仁义礼智之性”，是 “全体之妙”，⑧ 其本身虚灵不
昧、光明璀璨。在朱子看来，“明德”虽是“人之所得乎天”的本体，但它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实现
了的，人会因为天生的气禀而使得 “明德”昏昧，加之人在经验世界中的物欲诱导， “是以此德之
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灵，其所以知者不过情欲利害之私”⑨。因此， “明德”须 “明”，须时时
“提撕”，朱子说:“常目在之，则无时不明矣。”⑩
“明明德”的工夫乃是“常目在之”，朱子说:
“顾諟天之明命”，古注云:“常目在之。”说得极好。非谓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见，也只是长
存此心，知得有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静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应接也，此
理亦随处发见。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养久之，则是理愈明，虽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谓求放心，只常存此心便是。存养既久，自然
信向。决知尧、舜之可为，圣贤之可学，如菽粟之必饱，布帛之必煖，自然不为外物所胜 。若
是若存若亡，如何会信，如何能必行。瑏瑡
“常目在之”是对《大学》传文 “明德”章 “顾諟天之明命”一语的注解。在朱子看来，不论
人的气禀如何，虚灵不寐的明德总会有发显之时，因此，“常目在之”并不是说有一个实然之物作为
客体存在于人的眼前。所谓“常在视瞻之间，盖言存之而不忘”瑏瑢，它只是要人时时提撕省察此心，
存养扩充明德发显之端，是孟子“求放心”的工夫。在这里，“常目在之”的工夫具有唤醒人内在的
道德意识、建立道德主体的意义。道德的逻辑起点在人，朱子 《大学》诠释中的道德世界也从这里
得以打开。
从共时性的角度而言，明命与明德的本然贯通，使得道德世界具有天人合一的内在结构。朱子
说:“自人受之，唤做‘明德’;自天言之，唤做‘明命’。”瑏瑣明命与明德本是一物，只是就天与人的
角度分而言之故有异名。因此， “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虽则是形骸间隔，然人之所以能视听言
动，非天而何”瑏瑤。明德乃天之明命而人受之，以明德 (明命)为中介，道德世界天人一贯，且这种
本然的一贯性超出现实的时间维度，是一种共时性的结构。朱子在《大学或问》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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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
后有是气，及其生物，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
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周子所谓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
合而凝”者，正谓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
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以或贵或贱而不能齐也。彼贱而为物者，既梏于形
气之偏塞，而无以充其本体之全矣。惟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
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而其所以可为尧舜而能参天地以赞化
育者，亦不外焉，是则所谓明德者也。①
在这段话中，朱子一方面从人禽之别的角度来定位明德，这样一来，明德便成了人与物的分界，
从而具有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在道德世界的展开中，明德是一个枢纽性概念。将明德确立为人之为
人的本质，就是将道德世界的中心确立为人，从而使得明明德的工夫具有了唤醒道德意识、建立道德
主体的含义。更为重要的是，朱子还以周敦颐 《太极图说》的宇宙论图式论证了明德的来源，从而
进一步揭示出明命与明德之间的一贯性，为道德世界天人合一的内在结构给出了合理依据。当今很多
朱子学研究者认为，在现代科学对宇宙与自然的解释下，朱子的这套宇宙观已经过时，因此它应该作
为传统的糟粕内容被摈弃。然而，如果完全摈弃这套宇宙论，朱子的道德世界将缺乏宇宙论基础，而
道德世界的宇宙论图式又很难通过纯粹科学的方式给予说明。这里涉及道德世界与科学世界的关系问
题。总的来说，道德世界与科学世界在逻辑上并不具有包含关系，二者在诠释学的视野下均可以被视
作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朱子的目标在于建构一个道德世界，而道德世界的宇宙论图式未必就要是科
学世界的宇宙论图式，因而我们当今没有必要把朱子的宇宙论引入科学世界并与现代科学相比较，在
道德世界的结构中，朱子的宇宙论图式仍具有难以取代的地位。
从历时性的角度而言，道德世界的展开具有一个时间结构，这个结构范导着人现实的工夫践行。
时间结构的说法可能会引起结构主义者的某些误解，因为典型的结构主义研究是一种共时性的研究，
结构本身并不具有历时性。需要澄清的是，这里对时间结构的历时性定义是一种功能性定义，它并不
意味着时间结构本身具有历时性，而是说这个结构对人历时性的工夫践行具有范导作用。朱子在
《大学或问》中说:
是以圣人施教，既已养之于小学之中，而后开之以大学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说者，
所以使之即其所养之中，而因其所发，以启其明之之端也;继之以诚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则
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于身，以致其明之之实也。夫既有以启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
致其明之之实，则吾之所得于天而未尝不明者，岂不超然无有气质物欲之累，而复得其本体之
全哉!②
“明明德”的工夫需要一个 “小学”的基础， “小学”乃 “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
乐、射御、书数之文”③。“小学”教以事，“大学”教以理，“小学”与 “大学”的关系是 “理即
事，事即理”的关系。④ 朱子说:“小学涵养此性，大学则所以实其理也。忠信孝弟之类，须于小学
中出。然正心、诚意之类，小学如何知得。须其有识后，以此实之。”⑤ 就学的目标而言，“小学”与
“大学”乃是一事;而就学的先后次序而言，“小学”为先，“大学”为后。在这里，“小学”与 “大
学”构成了一个时间结构，这个结构作为某种工夫次第范导着人现实的工夫进程。在 “小学”的基
础上，人的明德方能得以 “明”，这便走向了 “大学”的开端———格物致知。在朱子看来，对 “小
33
①
③
④
⑤
② 朱熹:《四书或问》，《朱子全书》(第 6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 507页，第 508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全书》(第 6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 13页。
朱人求:《下学而上达———朱子小学与大学的贯通》，《江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 2期。
朱熹:《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第 14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 422页。
学”之事加之以格物致知的工夫，就是使人在事上穷究其理。在这一工夫过程中，人将会逐渐觉察
到明德发显之端，这构成了道德意识觉醒与道德主体建立的开端。因此，朱子指出:“《大学》物格、
知至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杀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
于圣贤之域，纵有敏钝迟速之不同，头势也都自向那边去了。”① 在物格知至后，人须 “因其已明之
端”而“反之于身”，从而“致其明之之实”，这便是诚意、正心、修身的工夫。具体而言，人经由
诚意实其心之所发，使自身在知善行善中纯化道德动机而无自欺，并进而存此真实之心以检其身，最
终达至身修，如此才是完整的明明德之事，才可谓 “复得其本体之全”。朱子说:“格物、致知、诚
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② 至此，“常目在之”的明明德工夫在时间结构上展开为 “小
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值得注意的是，朱子的这一时间结构并不是现实工夫践行的时
间顺序。也就是说，朱子并不认为后一个工夫必须在完成前一个工夫的基础上才能开始。如他在论述
致知与诚意的先后关系时说:“此是当初一发同时较底工夫，及到成时，知至而后意诚耳。不是方其
致知，则脱空妄语，猖狂妄行，及到诚意方始旋收拾也。”③ 由此可见，“小学—格物致知—诚意—正
心—修身”的次序并不是一个现实的时间顺序，它以一种逻辑上的先后顺序形成了一个结构系统，
从而对人现实的工夫践行产生范导作用。
综上所述，作为《大学》“三纲领”的开端，“常目在之”的明明德工夫显然具有唤醒道德意识
与建立道德主体的含义，并从一开始就将 “人”定位为道德世界的中心，道德世界的结构也由此打
开。在共时性上，道德世界天人一贯;在历时性上，道德世界的时间结构范导着人现实的工夫践行。
道德世界这两方面的结构既从空间上将人定位为对全宇宙负责的中心，又从时间上将道德理解为关乎
人生命成长、生命转化的工夫进程。
二、新民:新德及民
朱子的《大学》诠释以明明德为本，继之而起的便是 “齐家、治国、平天下者，新民之事
也”④。《大学章句》有言:
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⑤
《大学》传文“新民章”引用了《诗经》“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一语，朱子注释说:“言周国
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⑥ 据此，朱子对 “新民”的诠释可概括为
“新德及民”。其中，“新德”即自新其德，即 “自明其明德”;“及民”即将自己之 “明德” “推以
及人”，使人感而兴之自明其明德。在这里，明明德与新民相互贯通，打开了道德世界的另一层时空
结构。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说，明德的普遍性将人类社会的群己关系范导为在道德上相互表现的关联性
结构;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说，从明明德到新民内含着一个范导现实工夫践行从主体走向主体间的时间
结构，这一结构具体展开为 “小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夫
次序。如果说“明明德”所打开的时空结构以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为中心，那么由 “新民”所打开的
时空结构就是以主体间性为核心。
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明显的政治哲学意味，但很显然，面对古代中国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
朱子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来思考政治的。所谓教化，是把外界的事理融入人的精神，培育人的德性，
并由之转化人的生命形式和存在方式。“教化意味着人的精神的转变，它表示人的精神意识和行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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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从个别性状态向普遍性状态的跃迁，从而获得一种普遍性的本质。”① 它与教育不同，不单单注重
知识的扩充和智力的培养，“教化是对心灵的培育，教化的目标是按照心灵的内在本性提升心灵的品
质。教化还是一种实践的智慧，它重视知行合一，强调知识的获得要与身心修炼结合起来。”②
从明明德到新民所打开的道德世界的时空结构，最主要地涉及道德教化客体与道德教化主体的关
系问题。在明明德的阶段，人虽然通过 “常目在之”的工夫觉醒道德意识、建立道德主体，但从涉
及主体间性的教化角度来说，处在明明德阶段的人是一个被教化的客体，道德意识的觉醒与道德主体
的建立都有赖于他者的教化 (至少现实中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皆是如此) ;而在明明德之后，朱子认为
教化客体应当转变为教化主体去教化他人，以实现新德及民、移风易俗的目的。
要想确立从明明德到新民所打开的这一时空结构，朱子必须在这一时空结构中回答 “教化何以
可能”这一康德式的追问，因为如果教化根本是不可能的，那么道德世界的这一时空结构将会失去
其范导意义，从而也就没有任何合理性的存在依据。在笔者看来，这一理论问题涉及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教化客体的角度，民众被教化何以可能?第二，从教化主体的角度，自明其明德之人向教化
主体的转变何以可能?
对于第一个问题，民众人人具有明德是民众得以被教化 (自明其明德)的人性论基础。朱子指
出:“然其所谓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③ 而明德的这一普遍性又进一步从上
文所提到的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宇宙论图式中获得合理性依据。然而，虚灵不昧的明德一开始只
是潜存于人，民众能够自明其明德有赖于他们对教化主体 “新德及民”的接受，这一过程的发生机
制显然需要一个“民众在教化中何以可能接受新民”的心理基础。谢晓东教授指出，当新民作为一
个道德教化概念时，“兴”成了教化客体沟通教化主体的心理基础。④ “兴，谓有所感发而兴起也。”⑤
朱子说:“然民之所以感动者，由其本有此理。上之人既有以自明其明德，时时提撕警策，则下之人
观瞻感发，各有以兴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⑥ 在这里，民众之所以可能“兴”，是因为民众
“本有此理”，即本有与教化主体相同的明德，这样一来，“兴”的心理基础便被还原到人性论基础
之上。
对于第二个问题，朱子将自明其明德之人向教化主体的转变视为明明德工夫的必然进程。在
《大学或问》中，朱子说:
然其所谓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具为物欲之所蔽，则其贤愚之
分，固无以大相远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则视彼众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
惑没溺于卑汙苟贱之中而不自知也，岂不为之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
之，始于齐家，中于治国，而终及于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
其旧染之汙焉，是则所谓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当明，与其在民而当
新者，则又皆非人力之所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为也。⑦
从德性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道德行为的实施出于对个人德性的培养，而德性是一个获得性的概
念，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通过做公正的事成为公正的人，通过节制成为节制的人，通过做事
勇敢成为勇敢的人。”⑧ 如果我们将明德的现实化视为一个与获得德性相同的过程，那么自明其德之
人就是一个按照明德内在要求进行行为的人。诚如上文所言，明德的普遍性将人类社会的群己关系范
导为在道德上相互表现的关联性结构，因此，天下之人若有一人 “明德”不明就是主体明明德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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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由此可见，明明德的过程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新民的行为。在此意义上，新民之事就是明明德之
事，明明德之事也就是新民之事。明明德虽偏指自明其德，但必明他人之德 (新民)方能完成;新
民虽偏指社会教化，但必进行自新的自我教化 (明明德)方能实现。明明德与新民的关系仅只是本
末体用的关系。于是，自明其明德之人向教化主体的转变基于明明德而言就是一个由本而末、即体即
用的必然进程，即“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与德性伦理学将重点放在个体的人以及个人的倾向性
不同，“关怀伦理学从概念上认为人受到和其他人关系的深刻影响，并参与这些关系”①，“其特征在
于将人视作在道德和认识论上都是相关的和相互依赖的”②。在 “明德”作为人与人之间普遍类本质
的社会联系下，自明其明德之人与普通民众之间显然构成了关怀关系。自明其明德之人在真正道德的
意义上应当施予普通民众以教化关怀，朱子 “岂不为之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一语便突出表达了这
一在关怀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性。这种教化关怀以经反思与培养后的恻然同情之心作为情感基础，以
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为现实手段，这便引出了教化关怀的现实方法。 “盖絜，度也。矩，所以为方
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恶者不异乎己，则不敢以己之所恶者施之于人。”③ 虽然，民众对
自明其明德的教化主体会有感而兴起的向善之心，但教化关怀 “固非谓其专务修己，都不治人，而
拱手以俟其自化”④，絜矩之道除修己之外还应该有推己及人的积极行为，“盖能强于自治，至于有善
而可以求人之善，无恶而可以非人之恶，然后推以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则表端景
正，源洁流清，而治己治人，无不尽其道矣，所以终身力此，而无不可行之时也”⑤。在这一意义上，
自明其明德之人作为实施关怀的主体同时也就是现实的教化主体。
在引入教化这一维度后，朱子显然将道德世界的中心从主体延伸到了主体间。在主体性的层次
上，作为教化客体的人经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工夫而实现道德意识的觉醒与道德主体
的建立。从明明德的角度言，这属于自明其德的阶段;从新民的角度言，这是自新阶段的自我教化。
在朱子看来，明明德的工夫处在这一阶段依然是不完善的，自明其明德之人还应当作为教化主体践行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新民工夫以进入主体间性的层次。从明明德的角度言，“极其体用之全而一言
以举之，以见夫天下虽大，而吾心之体无不该，事物虽多，而吾心之用无不贯”⑥，这便是明明德于
天下的阶段;从新民的角度言，这便是新德及民的社会教化。基于这一分疏，教化主体与教化客体之
间形成了道德世界独特的中心结构。教化主体与教化客体并不是简单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他们同时
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对于教化主体而言，教化民众同时也是进一步自明其明德，在教化行为中他同样
是被作用的客体;对于教化客体而言，被教化的过程既是一个自明其明德从而唤醒道德意识、建立道
德主体的过程，又是一个自觉向教化主体转变的过程，在教化行为中他同样是主动作用的主体。教化
主体与教化客体之间这一独特的结构构成了道德世界的运动机制，正是这一结构的存在使得道德世界
不是一个静止的世界，而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生成的生生不已的世界。具体而言，道德教化活动不
仅进一步使教化主体自明其明德，还唤醒着更多的教化客体践行明明德的工夫，并进而使之转化为新
的教化主体参与道德世界的建构。在这一结构性机制的运作下，道德世界方能 “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从而逐渐臻于至善之境。
三、止于至善:尽天理之极
通过阐发《大学》明明德与新民的思想，朱子架构起了道德世界的基本结构。在这一基本结构
中，教化客体向教化主体的转化构成了道德世界不断创造、不断生成的运作机制。朱子说:“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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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皆当止于至善。”①“止于至善”规定了道德世界生生不息的极则，它意味着 “至善”乃是道
德世界的所止之所。朱子在《大学章句》中注解道:
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
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②
朱子在此将“至善”的解释与天理联系起来，认为 “至善”是 “事理当然之极”，故 “止于至
善”就是“尽夫天理之极”。简单来说，“至善，只是十分是处”③。在朱子看来，做每件事都有做每
件事的道理，我们不仅要依循这道理把事做好，更需要在做事的过程中将这道理呈现到极至，把事做
到极好。朱子说:“凡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是极好处。必到极处，便是道理十分尽头，
无一毫不尽，故曰至善。”④把事情做到极好处还意味着无过不及，因此止于至善也是中庸的工夫。朱
子指出: “不及于止，则是未当止而止;当止而不止，则是过其所止;能止而不久，则是失其所
止。”⑤朱子认为，如君仁臣敬、父慈子孝等都应无过不及:“如君止于仁，若依违牵制，懦而无断，
便是过，便不是仁。臣能陈善闭邪，便是敬;若有所畏惧，不敢正君之失，便是过，便不是敬。”⑥从
另一个意义上说，仁敬慈孝之过仍是由于工夫不及所致，所以朱子说:“过与不及，皆不济事。但仁
敬慈孝，谁能到得这里?闻有不及者矣，未闻有过于此者也。”⑦
诚如上文所言，人是道德世界的中心，从明明德的角度来说，止于至善的道德世界首先意味着个
体道德臻于完美的境地。《大学》传文“止于至善”章言:
《诗》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
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⑧
朱子注解道:“引 《诗》而释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于至善。道学、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
恂慄、威仪，言其德容表里之盛。”⑨道学与自修是切磋琢磨的工夫，恂慄与威仪是瑟兮僩兮、赫兮喧
兮的境界。朱子认为，“‘至善’一章，工夫都在‘切磋琢磨’上”⑩，“既切而复磋之，既琢而复磨
之，方止于至善。不然，虽善非至也”瑏瑡。个体的道德修炼不应当 “狃于近利”，瑏瑢 而应当臻于止于至
善的完美境地。自工夫而言，止于至善的个体道德要通过主体人全身心地参与现实的修养实践方能实
现，其中往往伴随着主体人在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上的完整转化;自境界而言，止于至善的个体道德
主于中而发于外，是道德生命内与外的整全表现，“‘瑟兮僩兮，赫兮喧兮’者，有所主于中，而不
能发于外，亦不是至善;务饰于外，而无主于中，亦不是至善”瑏瑣。在这个意义上，止于至善的个体
道德意味着将道德内化为自己的生命形式与存在方式。朱子曾举例说 “止于至善”:“且如孝:冬温
夏凊，昏定晨省，虽然是孝底事，然须是能 ‘听于无声，视于无形’，方始是尽得所谓孝。”瑏瑤 “听于
无声，视于无形”不只意味着对孝亲之事全身心地投入，更是将孝亲一事完全融入自己的生活与生
命方能达到的境界。正如牟宗三先生指出:“内圣工夫并不是普通所说的 ‘认真去做事’、‘认真为社
会服务’，而是如友人唐君毅先生所说的 ‘从根上消化那非理性反理性者’，乃是 ‘自觉地求将心性
本体实现之于个人自己生命者’。”瑏瑥
从新民的角度来说，止于至善的道德世界意味着天下万物各得其所。《大学》传文 “止于至善”
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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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
忘也。①
朱子注解道:“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于至善，能使天下后世无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没世而人
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②在社会层面，作为尽天理之极的止于至善就是人人都止其所当止之处，即
各得其所。朱子说:“有物必有则，如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万物庶事莫不各
得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③ 在这里，我们触及了朱子道德世界的本体论基础。“有物必有
则”即是说万物皆有“理”，“理”作为“物”之所以然与所当然者，从实然与应然两个方面规定了
物的存在，其中也包括了“物”之所当止之“所”。在朱子的这一本体论基础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子
道德哲学在调和实然与应然方面的努力，这同时使得奠基于此的道德世界成了实然世界与应然世界的
贯通。在具体的层面上，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的方式便是施行仁政，其中以民为本与义本利末④乃是
最为重要的两个内容。《大学》传文“治国、平天下”章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
谓民之父母。”朱子注云:“言能絜矩而以民心为己心，则是爱民如子，而民爱之如父母矣。”⑤以民
为本的关键在于施行絜矩之道。简单说来，絜矩之道就是以己之仁心推己及人，使民众兴起向善之
心。朱子说:“能使人兴起者，圣人之心也;能遂其人之兴起者，圣人之政事也。”⑥在义利观上，朱
子说:
以利为利，则上下交征，不夺不厌;以义为利，则不遗其亲，不后其君。盖惟义之安，而自
无所不利矣。程子曰:“圣人以义为利，义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谓此也。⑦
在这里，义利关系呈现出了一种本末关系，朱子认为只要安于义，则自然就会获得利，利被义所
范导并且包含在了义中，正如《大学》传文 “治国、平天下”章所说: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也。”⑧对于“利”的内容，朱子说:“为国，絜矩之大者又在于财用，所以后面只管说财。如今茶盐
之禁，乃是人生日用之常，却反禁之，这个都是不能絜矩。”⑨ “利”首先包含了生活财用的内容，
这构成了施行絜矩之道的重要因素。但同时， “利不必专指财利”⑩。于是， “义本利末”不仅是用
“义”范导经济利益的获得，还是用“义”范导行为效果的产出。由此可见，朱子的道德世界以道德
为本，以各种利益产出为末，由此使万物各得其所，这一根属于中国传统的世界图式构成了对当今功
利世界的批判效力。
从“明明德—新民”的时空结构来说，止于至善的道德世界最终将在个体与整体间形成一个全
息图 (hologram)的结构。郝大维 (David L． Hall)与安乐哲 (Roger T． Ames)曾在 《孔子哲学思
微》一书中用全息图的观点揭示了孔子的宇宙论图式，并由此分析了 《论语》中 “天”与 “德”的
关系。他们认为:
按照全息图的观点，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是聚结和场的关系。特殊是一个聚结，它由环境———
场所定义，也定义这个场。场是全息的，即每个不同的部分包含着它所要勾画的整体。归根到
底，当场最大程度地聚结起来的时候，部分和整体就同一了。瑏瑡
在笔者看来，这一结构在中国哲学中有着更为普遍的意义，它同样概括了在止于至善的道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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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内在结构。如前所述，明明德的过程不只是个人德性的培养，在与新民的贯通
中，明明德还关乎社会整体的道德教化。所以，当明明德达到止于至善的完美境地时 (其中已包含
新民的过程) ，个人道德与整体道德之间必然形成全息图的结构。其中，个人已完全朗润出来的明德
或说个人的道德品性成了一个个聚结，个体道德塑造甚至定义着整个场，即社会的整体道德;反过
来，社会的整体道德也塑造并定义着每一个个体道德。个体道德透视着社会的整体道德，社会的整体
道德同时也反过来凝聚于每一个个体道德。在止于至善的道德世界中，个体与整体定会在道德上达至
同一的境地。这一全息图结构在由明明德与新民所打开的共时性结构中已初具规模，并在此基础上，
以明明德与新民所打开的历时性结构为范导，以教化客体向教化主体的转变为现实的运作机制，从而
逐步臻于至善至美。当然，全息图结构并不意味着在止于至善的道德世界中个体道德被机械地塑造成
了一种同一化的模式，而是在万物各得其所的特殊性中表现出道德世界的普遍性内容。在朱子的道德
世界中，每个个体虽然都身处同一个社会大背景下，但具体到个人总有身份、职业、家庭环境等方面
的不同，因此被同一个场所定义的不同个体就会有不同的道德表现形式，这一贯于朱子 “理一分殊”
的思维模式。在道德世界臻于止于至善时，每个个体都能在不同的道德表现中完美地塑造并定义着社
会整体的道德意涵，这一结构在形式上更接近于柏拉图的正义城邦。在这个意义上， “尽夫天理之
极”的止于至善就是在道德世界中通过明明德与新民的工夫，使 “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并将
“理”贯通于个体与整体，使其在事事物物中都“表里精粗无不到”。①
四、余 论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 “常目在之”的 “明明德”工夫打开了朱子 《大学》诠释中的道德世界，
它通过道德意识的唤醒与道德主体的建立，从而将“人”确立为道德世界的中心。在共时性层面上，
人之“明德”与天之“明命”相互贯通，从而架构起道德世界天人合一的内在结构，这一内在结构
最终在“尽天理之极”的“止于至善”之境中实现为道德世界的全息图模式。这意味着个体道德与
整体道德相互定义，道德是成己成物的双向过程， “人”在其中不仅要对自己负责，同时还是对他
人、对外物、对全宇宙负责的中心。在历时性层面上，道德世界的时间性结构展开为 “小学—格物
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夫次序。在这一从 “明明德”到 “新民”的
结构中，“新德及民”的内涵架构起了教化客体向教化主体转变的运作机制，从而将道德世界的中心
由主体拓展到了主体间，并使得道德世界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创生世界。道德世界的创生与发展以
“至善”为极则，其中，道德成为一个关乎人生活方式与存在方式的工夫过程。当 “尽天理之极”
后，道德就是个人生命的实现与完成，同时也是万物各得其所的大同和谐。
我们用结构性分析的方法来揭示朱子 《大学》诠释中的这一道德世界，不仅因为朱子 《大学》
诠释本身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我们同时还希望给予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一个真正有益的参照。笔
者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分析哲学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中国哲学的各个范畴间往往具有某种结构性的
关联，它们可以在这种结构性的关联中相互表现、相互诠释，而不像分析哲学那样具有明确的概念边
界。因此，单纯进行概念分析而不注重结构性分析，很难揭示出中国哲学真正的核心特质;同时，当
我们试图激活传统资源来规范当今世界时，单纯概念分析的方式很容易沦为一种教条式的简单说教。
当今世界是一个资本主导下的功利世界，组织化、理性化、工具化的社会结构深入我们生活的每
一个细节，支配了我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方式是典型马克斯·韦伯
意义上的官僚制 (或称科层制) ，韦伯认为，在官僚制支配下的社会中，官僚具有一种对职务忠诚的
特殊性格，这种特殊性格意味着官僚将职务视为自己的志业，接受一个职位就等于换取了一个安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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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官僚这种倾注其全部精力来尽忠职务的性格，是由官僚制本身非人格、即事化的目的导向所决
定的。① 韦伯指出:
官僚制发展愈是完美，就愈“非人性化”，换言之，亦即更成功地从职务处理中排除爱、憎
等等一切纯个人的感情因素，以及无法计算的、非理性的感情因素。这点被资本主义评定为官僚
制的美德。②
在这一非人格化、理性化的支配结构中，每一个人都像一台机器上的零部件依据自己的 “专业”
处理专门的事务，从而维持着官僚制这个大机器精准、高效地运转。韦伯认为，官僚制这种纯粹技术
上的优越性是其得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③ 并且“理性组织化”的特征也使得官僚制一旦被确立就难
以被摧毁。④ 更为重要的是，当今的官僚制势力往往指向资本主义的利益，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运
作便顺从着一条坚不可摧的资本逻辑，并通过客观的社会存在渗透进思想、文化等各个精神领域。在
这样的资本逻辑中，道德成了资本的工具。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官僚制虽然提高了人类活动的效
率，但却将道德工具化，使人形成了顺从、机械、刻板、冷漠的人格特征。⑤
朱子的道德世界具有天人合一的内在结构，而人在其中通过道德贯通至天地万物，并且在现实的
工夫践行中，道德关乎着人的生活方式与存在方式。很显然，朱子道德世界的结构与当今世界的社会
结构存在着根本性的断裂。正如韦伯指出孔子 “君子不器”的理想与现代官僚制结构相对立一样，⑥
朱子道德世界中人通过道德生命贯通万物的世界结构已经完全不适合于官僚制那种专门化、切事化、
非人性化的组织方式与职业理想。如果官僚制真如韦伯所说具有永续性，那么在当今社会要真正实现
朱子意义上的道德世界已完全不可能。或许有学者会认为，当今社会只需要从朱子的道德世界中吸取
核心的价值理念，没有必要完全恢复朱子道德世界的结构性特征。可问题在于，这本身就是一个自相
矛盾的观点，因为朱子诸如理、仁等这些核心价值理念的本质内容就是被道德世界的这一内在结构所
塑造的。正如我们很难同意脱离了天人合一的仁爱是朱子乃至任何儒家传统的思想，脱离结构性内容
而试图吸取道德世界中核心的价值理念，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论断。
揭示出朱子道德世界结构与现代社会结构的根本断裂，这对于复兴传统而言可能显得过于消极，
但这却指出了当今复兴传统所要面对的真正问题，传统的复兴并不如当今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乐
观。韦伯指出，官僚制成分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这意味着以朱子为代表的宋代儒者在建立道统、弘
扬道学时，可能在某些方面面临着与当今复兴传统相同的问题。在首仕同安时，朱子就常常感受到道
学高士的“仁爱”原则与世俗主簿的 “忠君”原则在心底隐隐交战。⑦ 我们都知道，忠君原则根源
于孝道传统。而当这一思想观念与官僚制相结合时，忠孝便 “被认为是无条件的纪律之奉行的试金
石与保证，是官僚体制最重要的身份义务”⑧。因此，“仁爱”与 “忠君”的冲突就不只是观念或实
践层面上的冲突，在其背后则是价值维度的道德世界结构与现实维度的官僚制支配结构间的冲突。在
历史的宏观层面上，这一冲突更表现在朱子时代的党争中。余英时曾将卷入党争的士大夫群体划分为
“道学型”与“职业官僚型”两大壁垒。⑨ 其中，以朱子为代表的道学型士大夫不仅关心 “治道”，
还希望社会的“大更改”，即重建理想的秩序;而这是被具有 “得过且过”、“勿生事”心态的职业
官僚型士大夫所不能容忍的。瑏瑠 难以否认的是，职业官僚型士大夫 “得过且过”、“勿生事”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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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是官僚制支配结构 “非人性化”特征的反应，而对朱子而言，理想秩序的重建同时也是其道德
世界结构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宋代党争这一历史现象便透显出与当今复兴传统所要面临的相同问
题，即传统价值结构与现实官僚制结构间的冲突与断裂。
在价值层面的道德世界结构与现实层面的官僚制支配结构的冲突中，官僚制本身的优势可能注定
了朱子“得君行道”理想的破灭。这样一来，作为一个永不放弃 “行道”理想的道学士大夫而言，
朱子在官僚制之外的社会教化活动就具有了独特的意义。朱子一生中较为重要的社会教化实践大致具
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书院教化、乡里自治与家礼家规。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方面的教化实践基本都
是在官僚制结构之外进行的，特别是在书院教化与乡里自治活动中，朱子还有意与官僚制结构划清界
限。① 以书院教化为例，朱子对当时因科举应试而形成的功利、庸俗的学风颇为不满。他曾在 《大学
章句序》中言:
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
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
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
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②
科举是官僚制中的一个重要运转机制，它虽然是一个社会各阶层得以进入士人阶层的公平渠道，
但因其官僚制的支配本质，科举所笼罩下的学风依然具有功利化、庸俗化、机械化的特征。与之相
反，朱子的书院精神强调的是一种注重身心修炼与人格培养的教化精神，而朱子也正是通过书院教化
运动极大地推进了道学的社会化适应。③ 宋代书院最初是来自民间的，因而书院教化也主要是一种体
制外的教育活动，它不是为社会输出专门化、切事化的官僚人才，而是旨在德性与德行的培养乃至整
个个体生命与社会风俗的全面转化。教化精神在体制外的存在意味着官僚制的大机器还未统治着人生
活的所有细节，在官僚制所遗留的这些 “缝隙”中，朱子的道德世界作为一套范导系统便能发挥其
规范作用，并进而通过“人”这一道德世界的中心使之渗透官僚制中，形成对官僚制的现实批判。
朱子这种在官僚制之外寻求道德世界实现的理路，为当今中国复兴传统价值提供了真正可能的方
案。但是，官僚制可能并不会永远为人的生活留下 “缝隙”，正如书院的管理结构也有可能被彻底官
僚化从而丧失其教化精神。在朱子的一生中，在官僚制内成功设立的社仓法，其背后的全体大用精神
对于整个官僚制而言亦不过是昙花一现。④ 而后来朱子学成为官学也并没有实现道德世界对官僚制的
彻底批判，反而成了官僚制运作的一部分，并逐渐丧失了其全体大用的精神，这一现象想必也是朱子
本人所不愿看到的。这些历史现实告诉我们，即便是朱子提供的可能方案在现实中也从未真正实现
过，它只能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将其寄希望于未来。
(责任编辑:赵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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